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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人类步入智能时代,基于劳动关系的各类职工社会保险难以完全适应新的职业结构。 建立职业伤

害保障制度新范式尤为紧要,为此需要把握并回应智能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劳动就业特点。 在智能时代,人机关系

愈发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轴,民生需要从相对单一的物质保障向更加多元和高级的方向演进,社会治理也迈向多元

协同与数据驱动的治理方式。 在劳动就业领域,智能技术带来的深度自动化将推动职业结构重整,就业形式平台

化进一步挤压劳动关系的规制空间,劳动组织与管理则实现算法化,人机共生在强化劳动能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

职业伤害。 因此,智能时代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应脱离传统劳动关系的桎梏,覆盖所有劳动者的所有劳动过程;基
于企业利润和责任公平进行筹资,以平抑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经营能力和社会责任之间的不对

等;以智能技术赋能职业伤害保障经办与监督,提升其迅捷度与精准度;并完善立法、行业监管、公共服务等补充机

制,从而为社会契约的重建提供一种可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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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是现代民生保障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 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社会中固定工

作场所、劳动纪律以及长期雇佣合同催生了以劳动

关系为核心的工伤保险制度,为职业伤害问题提供

了有效解决方案,维护了社会团结与稳定。 随着人

类从工业社会走向智能时代,专用型人工智能技术

正在向通用型人工智能突破[1] ,智能技术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引擎,社会生活进一步便利化、智能化,新
的就业机会纷纷涌现,由此引发新的社会风险因素。
这给基于工业社会场景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建设提

出了新的挑战,例如落后于生产组织与职业结构的

调整、劳动者身份难以识别、企业利润与责任的倒

置、智能技术利用的不足等。 因而迫切需要建设与

之相适应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发现,学界已对智能时代的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研究,如关注

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强调社会保障“智能综合体”
的打造[2] ,通过回应智能技术效应特别是其对劳动

就业领域的影响,以形成新的缴费责任分配、参保资

格及顶层设计[3] ,乃至于配合国家战略以实现从投

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制度理念转型等[4] 。 具体到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研究焦点已从实践模式的比较

转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特别是

纾解其法理障碍[5] ,分析其制度理念与规则优

化[6-7] ,其与劳动关系的政策工具脱钩已成为共

识。 然而,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

广泛影响打断了原有议程,对职业伤害保障提出了

更高要求。 这就需要回应智能时代社会保障制度面

临的系统性社会变革,形成与劳动就业特征相匹配

的制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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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时代的社会变革

智能时代是一个由大数据、算法与智能设备深

度参与并重构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时代。 在这样

的时代中,机器被赋予类人的学习、感知和决策等能

力,从而深刻改变了社会关系、民生需要与治理方

式,呼唤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作出适应时代需要的

变革。
(一)社会关系的智能化重塑

在智能社会,传统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些新的社会关系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 智能

技术增强了个人、家庭、社区、组织与国家之间的联

系。 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国家的“视力”能够更加

清晰地直达社会[8] ,智能技术的运用大大提升了国

家对财税、交通、互联网等治理事项的感知能力与精

准施策能力。 数据与信息治理则成为国家治理的主

轴,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在多元文化、国际交流和跨

国经济监管等方面的治理愈发困难。 在智能社会

里,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趋于融合,人们的社交、工
作、娱乐、教育等日常活动日益依赖数字平台,数字

身份成为维系个人社会地位与角色的重要标识。
“数字孪生”成为人们新的存在状态,而劳动价值与

工作意义因此而改变[9] ,线上交往活动与数字劳动

得到经济社会制度改革的重视。 随之而来的是基于

地缘、血缘、业缘的共同体进一步式微,算法使得人

们更容易根据个人兴趣和偏好建立社会关系与社会

组织。 不过这些关系往往是表层化和碎片化的,导
致人们对社会关系产生疏离感和虚无感。 因此,人
机关系愈发成为智能社会关系的主轴,人们不仅可

以通过算法辅助自己的决策,完成投资、医疗诊断、
商业策略等职责或任务,还可以利用具身智能设备

增强自身能力。 不过,智能机器从单纯的工具变成

有学习认知能力的个体,人们在合作过程中可能会

对它产生深度的依赖或恐惧等心理效应。 当然,智
能机器甚至还具有对人的支配性,通过设定算法和

建构平台,它被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劳动纪律,安排

人的工作任务并进行奖惩管理。
(二)民生需要的智能化升级

在智能时代,经济增长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社会

物质条件极大丰富,民生需要得到不断满足,它的内

容也随着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

会再到智能社会,民生需要从相对单一的物质保障

向更加多元和高级的方向演进。 工业化以来的社会

发展规律表明,物质条件与社会保障的水平一直处

于螺旋式增长之中,而较高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
人们在精神文化与社会公正等方面会提出更高的要

求[10-11] 。 一方面,由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实

现了虚实融合,人们的安全需要大大拓展。 在传统

的工厂和办公室之外,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职业

群体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安全需要得到保障,无处不

在的摄像头、传感器、信息记录活动在维护着人们人

身安全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数据安全需求。 除了

物理性的安全,由于智能技术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巨

大冲击,特别是算法控制催生新的工作异化,虚拟空

间的过度参与带来孤独感与虚无感,信息过载会带

来选择焦虑,持续追求自我进步的要求则使人一直

笼罩在被社会淘汰的危机感中,人们的精神健康风

险愈发突出。 另一方面,培训数字素养的机会公平、
要求算法透明和公众参与的过程公平也日益重要。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分散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与个体的劳动就业信息已经能够有效

整合,这更凸显了公平需要。 如果不能对智能系统

进行良好训练,摒弃歧视性算法,那么算法越高效,
不公正的资源分配就会越严重。 智能时代应当是一

个富足的时代,势必要消除人类生活之间的巨大不

平等[12]161,而算法公平将成为社会公平的基本维

度之一。 另外,由于智能技术可被视为一种“技术

综合体” [13] ,这意味着它将涉及众多产业和无所不

包的应用场景,且智能技术本身就处于快速发展迭

代之中。 那么,人们的知识与技能可能会迅速落伍,
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实现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成

为必要。 另外,人们的自我实现也离不开人机协作、
数字空间参与、数字社群支持等一系列新的条件,人
们的自我实现不再仅由职场上的成功所定义,个人

及其家庭的发展势必需要形成新的平衡。
(三)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发展

智能技术重塑了政府、市场、家庭与个人之间的

关系,推动更加多元协同与数据驱动的治理方式的

形成。 社会治理主体围绕智能基础设施的应用实现

多元协同。 智能算法与平台建设使得主体多元化的

治理得到进一步推广,社会组织、社区、企业等主体

更能发挥各自的优势。 经由算法与平台,社会治理

活动形成了最大范围的社会主体参与网络,相比于

自上而下的命令与管理,网络化的协同互动得到更

充分的实现,日益成为公共政策与服务优化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政府建设统一的数字平台并与

商业平台对接,使得数字平台成为组织和调配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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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基础设施,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便利

性。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治理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它
以数字治理为重心,尤其是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算
法的公开、商议与问责机制、平台反垄断及平台劳动

保护等事项。 社会治理开始关注因智能技术而出现

的新型就业形式、就业群体,以及各类人员在数字空

间中的活动。 例如,保障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与

劳动条件,识别网络诈骗,解决数字鸿沟造成的社会

排斥等等。 于是,社会治理要促进包容性发展,推动

技术进步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坚守公平正义的价

值取向,进而保障社会系统在遭遇技术迭代、职业结

构变动、生活方式更新的过程中能够恢复稳定与活

力,提升全社会的韧性。 这就需要职业伤害保障制

度绝不能仅停留于技术层面的小修小补[14-16] 。

二、智能时代的劳动就业特点

劳动就业与职业伤害进而与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紧密相联,成为汇聚和展现技术变革效应的核心场

域[17-18] 。 有学者认为,技术变革推动的劳动力市

场结构转型乃是现代工业国家大多数风险的来

源[19] ,特别在智能社会,劳动者不仅面临“一阶风

险”的挑战,而且还遭遇“二阶风险”的侵袭①。 所

谓“一阶风险”,就是劳动者面临的交通事故、工作

伤害等直接的身心伤害。 在智能时代,这类风险依

然存在,但同时还存在原有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无法

覆盖的风险情形,这就是“二阶风险”。 除了风险分

配与就业形式的关系日益紧密,工业社会劳动就业

相关制度对一些基本要素的理解也变得狭隘。 例

如,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框架中,智能技术驱动的平

台企业实际上并未创造“工作”,而是提供了一个网

络中的虚拟位置[20] ;以劳动关系规制平台就业的

尝试充满争议,同样反映了方凿圆枘问题。 与其说

这些术语不再适用于描述智能时代新生的就业现

象,不如说劳动就业领域的许多基础性概念需要被

重新界定。 这意味着,智能时代的职业伤害保障制

度不仅要超越工业社会中以正规就业和确定劳动关

系为模板的刻板印象,还应该超越主要针对物理伤

害的保险制度设计。
(一)深度自动化推动职业结构重整

智能时代的劳动就业以深度自 动 化 为 特

征[21-22] ,新旧就业岗位沿着能否被编码、能否自动

化进行更替:重体力的、危险的、重复性的工作将会

由智能机器人代劳,从事低端服务业的文员和白领

工作也容易被替代,当然这一过程在高收入国家和

低收入国家之间会发生分化[23] 。 同时,智能化增

加了算法工程师、机器人设计以及与智能应用相交

叉的就业岗位,更催生了人机交互的协调员、数据训

练标注师以及从事平台劳动的庞大就业群体。 在智

能社会里,产业结构由高端服务业引领并发生新的

分化。 智能技术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即便服务业通

常被认为生产率低下,但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也会

趋于分化。 智能技术将进一步提升计算机科学研

究、金融服务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收入水平,它们因

其引领经济增长的能力而被称为 “动力服务” 部

门[24] ,而大量低技能、易编码职业人员则流入低端

服务业[25-26] 。 由此,以专业与技能水平为标准的

职业分层体系得以巩固,专业人员与科学家依然处

于职业等级的顶端,其下则根据专业性和技能熟练

度进行排列。 基于技能水平的职业分层会带来新的

社会不平等,自然需要整合教育部门、企业与家庭的

教育资源,着力形成适合智能时代的教育培训体系,
同时力图建设新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平抑不同职业

间的风险和收入分化。
不仅如此,智能社会的职业结构重整过程及其

效应并非线性发展,它助推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经

过长期的部署和应用[27] ,以超越自动化的替代效

应。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可能面临结构性失业和福

利紧缩问题。 当机器换人的速度逐渐平缓,与智能

技术相匹配的职业体系日趋成熟,这可能意味着人

们只需从事高技能与高创造力要求的职业,而不必

再从事重复性或重体力劳动,因而可以享受更加充

裕的社会服务。 单纯的物质需要不再是人们从事工

作的理由[12]178,人们能够在文艺创作、体育训练、
知识学习等其他形式的劳作中获得生活意义。 诚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

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

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

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

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

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28] 。 这样

的场景也许会在智能社会中得到实现。
(二)就业形式平台化进一步挤压劳动关系

平台经济的兴起离不开智能技术的支撑,平台

就业扩张是智能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 这种就业形

式通过数字平台中介接收订单、提供服务并取得报

酬,受平台算法与服务条款的约束,通常是一种不稳

定的就业形式。 2010 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新增 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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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值超过百亿美元的平台企业②,这些企业广泛

涉足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数字媒体、本地生活、金融

科技、物流服务、交通出行、搜索引擎、在线教育等行

业,涌现出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抖音、顺丰等具有

一定代表性的平台巨头。
在平台就业规模上,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

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2023 年我国新业态劳动

者达到 8400 万人,已占职工总数的 21%③。 在招聘

端,从 2019 年至 2024 年,我国平台就业或“新型灵

活就业”的招聘职位占比从 8.4%升至 15.2%④。 在

2024 年年底,我国 2.4 亿灵活就业人员中有 8400 万

人属于新型灵活就业,且新型灵活就业岗位的招聘

端与应聘端都呈上升趋势⑤。 平台就业规模在西方

发达国家同样形成了迅猛的扩张势头,例如美国已

有超过 70%服务业受到平台影响⑥;欧盟境内截至

2024 年 4 月已有 4000 万平台就业者,远超预期⑦。
阿里研究院则预测,未来 20 年中将有约 50%劳动力

通过平台进行自雇或灵活就业⑧。 这些数据表明,
平台就业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令人瞩目。

平台就业的扩张加剧了劳动关系模糊化和用工

模式灵活化。 在工业社会,劳动者要么全部生产过

程集中于工厂和企业内部,牢牢嵌入企业的内部科

层制;要么采取了大量的分包和外包合同,造成生产

场所的碎片化。 无论生产模式如何变化,企业与劳

动力市场都是壁垒分明的。 但智能技术驱动的平台

就业改变了这种局面,它的技术优势是能够掌握劳

动力市场的海量信息,以开放性、低门槛、少培训等

方式将劳动者吸纳到需要完成的订单任务中,使得

平台运转过程中企业组织与劳动力市场趋于融合,
进而打破了就业状态与失业状态、全职工作与兼职

工作之间的边界[29] ,基于劳动关系的政策工具难

以对这种情况进行规制。 在平台就业中,工作往往

是一种灵活、短暂、不可预期的状态,在本质上往往

难以通过明确的雇佣单位、长期的劳动合同、排他性

的劳动关系、固定工资等工业社会劳动就业的元素

予以界定。
(三)劳动组织与管理实现算法化

智能时代普遍存在劳动组织与管理的算法化,
只不过在具体的监控程度、奖惩策略、任务派发与执

行模式等方面有所差别。 数字平台是一个交互系

统,企业能够通过服务条款的签订收集劳动者的动

态信息,实现 App 涉及的交互功能、算法控制和实

时监控。 劳动过程的算法化不再像工业生产那样将

去技能化贯彻到底,而是形成了一套非常细碎、覆盖

劳动全过程的技术手段,智能技术使得平台算法可

以对每个人每一次劳动过程中的时间长短、空间位

置与速度快慢都做出精准安排。 算法能够施加于信

息收集与区隔,通过算法安排工作任务细节,将多方

利益相关者纳入管理,通过智能设备与大数据实时

监控,规定劳动过程中的肢体语言乃至情感态度以

及柔性工作文化的宣扬。 算法管理通常是隐蔽的和

柔性的,例如平台设计阶梯式的订单价格体系以激

励劳动者投入更多时间完成更多订单,或者推动劳

动过程的游戏化,设置排名、职级、虚拟奖品以及兑

换奖品等软件功能[30-31] 。 算法还被用于企业人力

资源的简历筛选、解聘计划以及各项规则的维护,这
将进一步弱化传统的科层式管理,企业管理层与一

线业务员的关系愈发疏远。 正是由于智能算法参与

整个劳动过程的管理,在松散的企业—劳动者关系

下依然能够有序开展经济活动。
然而,算法并非中立。 平台是算法设计的主导

者,除了管理企业组织、促进买卖方的交易,平台算

法的最终目的在于攫取最大的商业利益。 一方面,
算法力图通过劳动过程控制谋利。 那些以配送、运
输为服务内容的线下劳动者时常面临算法所塑造的

竞速压力,而不得不时刻保持紧张的时间感。 他们

虽然摆脱了工厂纪律和时间表的约束,但又无形之

中陷入了细致入微的平台算法监控。 另一方面,平
台算法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劳动者的不信

任。 智能时代平台企业与平台劳动者的关系是“以
一行万(乃至百万)”,其管理行为不像部门分立、科
层森严的那种传统大型企业,而是利用同一套数字

系统,同时直接调动业务内容完全相同的数百万劳

动者。 如此,当智能算法出现错误,则必定属于系统

性错误。 如果平台经济这种特殊业态出现某些漏洞

而被各类用户“薅羊毛”,那么其损失将是不可估量

的,平台企业与平台劳动者之间因而形成了一种不

信任关系。 同时,在人机融合的过程中,算法管理表

明了人有可能成为机器的延伸[32] ,而非智能体的

操纵者或合作者。 平台算法取代了管理活动中代理

人的位置,但是缺乏同理心、情感表达以及对人格的

尊重,难以像传统工作氛围中给予劳动者关心,也无

法对冒险工作行为进行有效劝导。
(四)人机共生普及化塑造新的职业伤害

在智能时代,人机共生日益普遍,从机械躯干、
仿生器官到电子芯片植入人脑等,将从可能变为现

实。 人机共生被广泛用于劳动能力的强化,这意味

着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要面向更多所谓“新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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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 一方面,部分身心伤害并没有新的临床表现,
但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必须识别在智能技术下塑造它

们的种种新的社会场景,例如工作沟通时 AI 系统对

劳动者的不当引导而诱发其心理疾病;另一方面,由
于医疗技术与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以往难以识别

或纳入保护的伤害尤其是慢性病与心理伤害应当得

到保障。 此时,社会保障政策处理身心伤害风险的

方式不在于医疗科学的身体疗愈,而是如何通过调

配资源平抑劳动者群体间的风险,给予劳动者全新

的职业伤害保障。 特别是由算法决策的人力资源管

理使得企业雇佣行为更加复杂,需要超越工业社会

场景中的工伤保险范式,探索协调雇主责任与多样

而灵活的就业形式之间的道路,促进工伤与不同职

业伤害保障之间的差异性整合。

三、迈向智能时代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亟须回应智能时代的挑战,
依据智能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劳动就业特点探索新的

制度范式。 当前,国家已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

业伤害保护探索出单项参加工伤保险、商业保险、财
政供给等制度模式,并逐渐聚焦到基于订单行为而

非劳动关系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较好地协调了当

下平台经济发展与平台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为探

索全国统一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提供了先导。 然

而,在试点扩面过程中,专用型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

为劳动就业领域带来新的变革,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碎片化与智能技术变革回应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出

来。 这就需要思考如何构建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职

业伤害保障制度新范式。
(一)覆盖所有劳动者所有劳动过程的目标导向

在智能时代,新旧职业处于更替之中,人们的就

业形式更加多样,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关系确立方法

已经难以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劳动就业情况,用原有

的劳动关系准则难以覆盖全体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

障。 这就需要借鉴当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做法,
超越劳动关系的政策工具。 未来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的发展应当从“劳动关系基准”转向“劳动行为基

准”,把所有劳动者所有劳动过程的职业风险都纳

入保护。 从横向看,要对不同就业形式的劳动者分

类施策,将适合各自就业特质的方式纳入职业伤害

保障制度。 从纵向看,在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可
能会面临兼职就业与更换就业形式的情况。 职业伤

害保障制度应回应人们整个职业生涯面临的全部职

业风险,使一个人无论采取何种就业形式,无论其就

业形式的转变有多大,其任何一次劳动过程都能得

到保护。
随着智能时代的发展,新职业结构的形成,工作

时间与场所更加多样化,职业风险将会出现于新的

工作场景中。 为实现面向所有劳动者所有劳动过程

的职业风险覆盖,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应精准识别出

可参保的劳动行为,着力识别出新兴职业乃至间歇

性、短期性的有偿劳动,分类强制参保,确立相应的

劳动行为基准,并通过大数据和算法进行动态调整,
以免出现长期的漏保或者保费缴纳上的不公,这是

职业伤害保障范式从“基于身份”转向“基于劳动行

为”的必然要求。 一是要拓展职业伤害类型及范

围。 鉴于以往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主要针对身体上

遭受的即时伤害,智能时代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逐

渐有能力覆盖各类潜在的职业病,并重视因生活方

式剧变、算法监控、失业压力等造成的心理损伤,从
而能够为劳动者提供全方位的身心保护。 二是要优

化职业伤害风险的识别。 聚焦人机互动中可能造成

的身心损害,特别是注重人与算法及智能体协作时

可能出现的意外。 三是要完善对数字孪生的监管。
推动数字孪生成为一种可资社会保险数字系统利用

的工具,强化对人们数字化劳动过程的认识与分析,
利用物联网设备、具身智能等技术手段对职业伤害

风险进行预警、识别与认定。
(二)基于企业利润和责任公平的筹资机制

传统的职业伤害保障缴费无论是基于正规就业

的劳动关系,还是基于平台就业的订单价格,都属于

特定企业承担特定劳动者的基金缴费责任。 在智能

时代,“雇主”概念或者“雇主—劳动者”这种排他性

关系不再重要,甚至难以适用于大部分就业情境。
同时,智能时代可能存在一个从福利紧缩到福利资

源丰裕的过程,且技能分化与职业分层不断加剧,技
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存

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等[33] 。 例如,智能技术企业(尤
其是大型平台)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技术优势

带来的超额效率,而其社会成本却由劳动者和政府

承担。 与之相比,劳动密集型生产和低端服务业的

企业利润率很低,往往难以承担社会保险缴费。 因

此,智能时代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必须扩大基金来

源与互助共济范围。
基于此,需要推广社会团结的新逻辑,即不再是

个别企业以社保基金缴费的形式进行风险共担,而
是全社会企业直接以各自利润的一定比例进行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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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从而平抑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

经营能力和社会责任方面的不对等。 为实现这样的

制度转向,应调整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步调,包括覆

盖范围与统筹层次,使企业能够进行统一缴费。 同

时,根据劳动者群体就业形式的特性设计不同的责

任分担、缴费方式和待遇给付方式,形成权责一致,
并着力推动其与工伤保险制度相整合,提升经办服

务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基金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在

就业与社会政策的联动上,必须以高质量的社会投

资与职业教育为前提。 在法律保障上,要统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税收法律的修

订乃至立法。 在税收制度上,近期平台企业的税负

还未平衡,而要有效根据利润征缴费用,就应强化针

对平台企业的税收工作,建立数字税收制度和良好

的智能技术企业利润监管体系,将其中部分税收收

入用于职业伤害保障基金。
(三)智能技术赋能职业伤害保障经办与监督

一方面,要建设一体化的智能信息系统。 职业

伤害保障制度的参保对象识别、订单数量与价格监

控、保费计算等方面离不开一体化的信息系统。 智

能时代的协同治理不应被理解为治理的私有化,更
不用说少量企业巨头进行技术垄断并掌握巨量的数

据信息。 因此,智能信息系统建设应当由政府领衔

建立全国统一的数字服务平台,地方性的平台应当

与之兼容,实现有效的数据互通与功能对接。 例如,
不同政府层级中,对该系统基本的概念、指标与功能

设计应当一致,要对具体业务如参保登记、工作任务

记录、费款征收等经办方法进行调整,以契合不同劳

动者的就业形式。
另一方面,要加强信息互通与同步。 职业伤害

保障制度运行所需的工作任务信息、事故率、人员流

动等方面的数据分散在政府与企业的各个部门,因
而加强信息互通与同步尤为重要。 在职业伤害认定

申请、所需资料表格、订单信息细节等方面,诸如职

业伤害保障的信息系统、企业接入界面、用户操作界

面以及平台 App 的便捷报案系统等应在功能设置

上保持一致,形成便捷的互相同步。 与此同时,要提

升和拓展信息系统的服务功能。 智能时代的职业伤

害保障制度具有精准识别、远程监控和实时互动的

数字化特性,相应地,信息系统的建设也应充分利用

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服务的便捷性,使各类劳动者获

得更优质的服务,形成跨省际结算网络,并基于全国

范围内的大数据开发政策模拟推演系统,等等。 不

仅如此,还要扎实推进智能化监督转型,加强从保险

缴费到事故备案再到待遇支付的全流程监测,智能

筛查疑点数据,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不可篡改的记

录系统,确保企业用工数目、工时核算、保费缴纳、基
金支出等关键数据可追溯。 开发动态保费精算模型

与财务核验系统,基于政府、相关企业与劳动者协商

的保费区间,在专人监管的前提下实现保费标准的

动态调整。 从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平台

从业人员情况来看,要整合实时接单量、工作时长、
区域与行业风险系数等方面的数据,以支持系统计

算。 对于新兴职业,也应设置相应基准并进行数据

采集。
(四)完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补充机制

要持续推进立法工作,为建立和完善智能时代

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智能时代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立法方向应是劳动关系与参保条

件相脱离,明确不同就业形势下企业与劳动者的权

责分配。 同时,还要讲求法律规则的一致性,杜绝职

业伤害保障制度地方分割、行业分割的碎片化问题,
以维护制度公平性。 要强化智能技术企业的算法监

管,督促、引导智能技术企业或外包机构改变算法规

则,引导企业从盲目追求效率的“最严算法”向符合

实际劳动安全与强度的“折中算法”转化。 督促企

业优化业绩考核指标体系,适当放宽工作任务在准

时率、投诉率或服务评价上的考核指标,严禁通过算

法抑制劳动者工资、诱使其冒险工作的情况。 在涉

及利益分配、考核、奖惩等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

算法调整时,企业应充分吸取行业主管部门、工会及

劳动者的意见,提升算法设计的合作性与服务性。
因此,须将智能时代个体化的劳动者重新组织

起来,拓宽其工会参与的渠道;也要优化应对职业伤

害的公共服务,包括营造包容、安全、便利的工作环

境,培养劳动者应急风险防范能力,吸引和鼓励工

会、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以
及提升公共服务人员的数字化素养等方面。 在智能

时代,尤其要注重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提供全周期的

健康支持与风险防控服务。 在职业伤害事故发生

前,要进行预防智能监测,接入劳动者行动轨迹数

据,预测高危区域和时段,并形成可交互的职业伤害

风险热力图系统,提前推送防护建议;在事中要建立

动态监管网络,开发职业伤害实时报案系统,集成生

物识别(如人脸、声纹、步态)验证、事故现场视频上

传、医疗诊断直连等功能,大大压缩报案与医疗救助

响应时间,同时对医疗票据、伤残鉴定书等材料进行

201

　 2026 年第 6 期



AI 智能审验;事后应通过审计追踪系统处理相关事

宜,构建跨部门联合审计数据库,打通医保结算、商
业保险、司法裁判等数据来源,建构骗保关联网络。

结　 语

当前,人类正在步入智能时代,智能化正以前所

未有的力量重塑着工业化以来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的韧性。 从根本上讲,智能时代的职业伤害保障制

度建设不只是追求风险平抑和物质补偿,而更是一

种重建社会契约的探索,反映了社会生活、劳动就业

和制度理念的整体转型。 我们必须站在劳动就业领

域系统转型的高度,呼唤新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这一新的制度范式应以覆盖所有劳动者所有劳动过

程为目标导向,基于企业利润和责任公平进行筹资,
以智能技术赋能职业伤害保障经办与监督,并完善

相应的互补机制,最终推动技术造福人类,而非支配

人类。

注释

①这个区分受尼克拉斯·卢曼“一阶观察”与“二阶观察”理念的启

发。 人们以往关注的是生老病死等一阶风险,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

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就业结构周期性调整,“被社会保险制度排除在

外”这种二阶风险同样令人担忧。 当社会保险被视为现代人的基本

权利,如果人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或提升,他们的失望便会与日俱

增。 参见卢曼:《风险社会学》,孙一洲译,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版,第 155—156 页。 ②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发布的《平台经济发展观察 ( 2024 年)》, http: / / www. caict. ac. cn /
kxyj / qwfb / ztbg / 202407 / P020240729569788593896.pdf,2024 年 11 月

20 日。 ③参见“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 8400 万人”,https: / / www.
gov.cn / xinwen / 2023-03 / 27 / content_5748417.htm,2025 年 9 月 26 日。
④参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 中国新

型灵活就业报告》,https: / / hulianhutongshequ. cn / upload / tank / report /
2025 / 202502 / 3 / 3138e16f42c24ddd99f479c6739ca739. pdf, 2026 年 1
月 5 日。 ⑤参见《新京报》公众号 2025 年 6 月 16 日:《数字经济下灵

活就 业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 发 布, https: / / m. bjnews. com. cn / detail /
1750053120168068.html,2026 年 1 月 5 日。 ⑥参见 Martin Kenney,
Dafna Bearson and John Zysman:“The platform economy matures: meas-
uring pervasiveness and exploring power”,Socio-Economic Review, 2021
年第 4 期。 ⑦参见 European Parliament News:“Parliament adopts Plat-
form Work Directive”,https: / / www.europarl.europa.eu / news / en / press-

room / 20240419IPR20584 / parliament- adopts - platform-work - directive
#: ~ : text = The% 20directive% 20obliges% 20EU% 20countries, the%
20person%20performing%20platform%20work,2024 年 4 月 27 日。 ⑧
参见阿里研究院 2017 年 1 月发布的《数字经济 2.0》,第 29—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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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Gao Herong　 　 Wang Ruixin

Abstract:As humanity enters the intelligent era, traditional employe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s built on conventional labor relations
can no longer operate effectively. Among them,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protection is particularly urgent,
which requires us to grasp and respond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labor market characteristics brought by intelligence. In this era,
human-machine relations have become the cor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People’ s livelihood demands have evolved from single material
security toward diversified, advanced welfare supplies, while social governance has shifted to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and data
-driven models. In labor and employment, deep automation enabl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restructures occupational structures;
platform-based employment narrows the regulatory scope of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labor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have become
algorithmic. Whil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improves labor capacity, it also generates new type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There-
fore, occupational injury protec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should break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and cover all
workers throughout all labor processes. The fundraising mechanism shall be formulated based on corporate profits and fair liability allo-
cation to balance the mismatched operational capac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labor-intensive enter-
prises.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should be leveraged to empowe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 for
higher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Supplementary mechanisms including legislation, industrial supervision and public services shall be im-
proved to provide a feasible path for reconstructing social contracts.

Key words:intelligent era; labor and employment;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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